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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从“做事”到“做人”: 工作场所多任务处理 

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 

杨建锋 1  吕  欣 1  明晓东 1  谢  鹏 2 

(1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脑科学与商业智能决策实验室, 南昌 330032) 

 (2 广州商学院管理学院, 广州 511363) 

摘  要  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数字互联的共同影响下, 多任务处理已成为职场普遍现象。

以往研究探索了多任务处理对个体自身任务行为的影响机制, 却忽视了多任务处理对个体本人及其重要他人

(如同事)的社会行为(如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为此, 本研究将分两个步骤来系统探讨多任务处理对社会行为

的影响机制: 首先, 基于过程导向视角构建多任务处理的维度结构, 并开发具有良好信效度的测量工具(研究 1); 

其次, 分别探讨多任务处理对个体本人及其重要他人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2 与研究 3)。通过上述三项研

究, 本研究期望拓展多任务处理的后效研究边界及其受众范围, 从而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更具深度与时效性

的理论启示。 

关键词  多任务处理, 重要他人, 社会行为, 影响机制 

分类号  B849: C91 

1  问题提出 

在技术演进、经济压力与数字互联的共同驱

动下 , 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已成为现代职场

的基本特征(焦昕婷  等 , 2024; 吴小玥 , 成善泠 , 

2020), 并逐渐演变为一种典型的工作压力源

(Kapadia & Melwani, 2021)。首先, 人工智能(AI)

技术的迅猛发展降低了员工从事低端重复劳动的

需求(Dwivedi et al., 2021)。管理者为提高任务分

配效率与工作饱和度, 倾向于推动员工在 AI 辅助

下进行多任务处理(Huang et al., 2024)。其次, 全

球经济放缓加剧了市场竞争 , 许多企业通过“一

人多岗”等方式实现“降本增效”, 即要求员工同时

处理多项任务来减少懈怠、提升任务执行速度 , 

从而控制用工成本并提高组织绩效(季正, 徐世勇, 

2023)。最后, 移动互联网使员工处于“永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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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连接” (Permanently online and permanently 

connected)状态(Nguyen et al., 2024)。这导致员工

随时可能接收到来自组织的额外任务, 并面临数

字媒体的诱惑, 从而增加“一心多用”的行为模式

(郭芮巧, 刘岩, 2022)。 

多任务处理正在深刻影响现代工作场所中的

员工行为。已有研究从组织要求(Xie et al., 2019)、

个人能力(Sanderson et al., 2013)、认知(Kapadia & 

Melwani, 2021)与行为(Kudesia et al., 2022)等视角

对多任务处理进行了界定, 并将其与多元时间倾

向(即个体偏好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时间特质)予

以区分(丁雪 等, 2017)。在此基础上, 学者们进一

步探讨了多任务处理对个体任务行为的影响机制, 

指出其具有“双刃剑”效应: 一方面, 多任务处理

可能通过引发负面情绪(Chen et al., 2022)甚至情

绪耗竭 (Yang et al., 2023), 进而降低任务绩效

(Chen & Dultra-De-Lima, 2021; Modi et al., 2020)

并增加错误率(Westbrook et al., 2018)。另一方面, 

多任务处理也可能通过提高信息新颖性(Lu et al., 

2017)激活心理唤醒并增强认知灵活性(Kapad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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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wani, 2021), 从而促进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行为

(周详 等, 2024)。 

尽管上述研究为理解多任务处理对个体自身

任务行为(执行速度、准确率及创新行为等)的影响

提供了重要依据, 但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仍关注不

足。社会行为是指个体在社会情境中受他人影响

或对他人产生影响的行为(Schmitt, 1998)。虽然该

议题尚未被系统探讨, 已有研究间接表明, 多任

务处理可能通过两种途径影响社会行为: 一是通

过引发个体自身的认知与情绪反应, 影响其个体

本人的社会行为 (刘新燕  等 , 2024; Xie et al., 

2025); 二是通过同事(重要他人)对多任务行为的

观察, 引发其认知与情绪反应(De Bruin & Barber, 

2019, 2022), 进而改变他们对多任务处理者所采

取的社会行为。 

多任务处理者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嵌入在高

度互动的组织情境中及与同事的协作中。只有当

多任务处理者能够与同事保持良好互动时, 团队

与组织绩效的可持续性提升才具备可行性。因此, 

忽视多任务处理的社会性后果, 将极大限制我们

对其后效范围与受影响群体的全面理解。为弥补上

述不足 , 本研究拟以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Hobfoll, 1989, 2002)为主线, 

辅以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Cognitive-Affective 

Personality System Theory; Mischel & Shoda, 1995), 

探讨多任务处理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具体而

言, 本研究将在构建过程导向的多任务处理构念

并开发测量工具的基础上, 系统考察多任务处理

如何通过认知与情感双路径, 影响个体本人及其

重要他人(如同事)的社会行为, 包括组织公民行

为、包容行为和反生产行为等。 

本研究预期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理论贡献 : 

首先, 厘清多任务处理的维度结构。以往管理研

究多将多任务处理视为单维概念, 侧重任务数量, 

却忽略其内在的认知加工过程。事实上, 外界要

求个体同时处理多项任务, 并不必然导致其资源

消耗。只有当个体切实地同时处理了这些任务 , 

资源才会真正发生损耗。毕竟, 个体可以对外界

的多任务处理要求置之不理或者心不在焉地敷衍

性处理, 而并不需要消耗自己的资源。因此, 本研

究拟从过程视角出发, 构建多任务处理构念的多

维结构。其次, 开发高信效度的测量工具。本研

究将基于所构建的维度结构, 按照心理测量学的

规范流程, 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可靠的测量工具。

当前主流测量工具(如 König et al., 2010; Xie et al., 

2019)在开发程序的严谨性上仍有提升空间, 其信

效度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Peifer & Zipp, 2019)。

再次, 将多任务处理的后效从任务行为拓展至社

会行为, 有助于揭示多任务处理的社会影响, 突

破以往研究局限于个体自身任务行为的视角。最

后, 探索多任务处理对重要他人的社会行为的影

响机制。通过拓展受影响者范畴, 本研究将更系

统地揭示多任务处理的后效及其作用机制。 

2  研究现状与评述 

2.1  多任务处理的概念 

多任务处理概念最初源于计算机科学, 指微

处理器同时处理多个共享相同资源的任务的能力

(Mark, 2015)。受此启发, 学者们将多任务处理引

入人类行为研究 , 用以描述个体在特定时段内 , 

为实现多个目标而同时从事两项或两项以上任务

的行为(Kirchberg et al., 2015)。需要注意的是, 此

处的“同时”并非指个体资源在多项任务间始终被

占用或完全共享, 而是表现为个体在有限时间内

通过在不同任务间进行间歇性切换来完成各项任

务(Kapadia, 2016)。 

已有研究主要从组织与个人两种视角出发 , 

形成了 4 类多任务处理的定义。首先, 从组织视

角出发, 提出了要求观, 强调多任务处理是一种

由组织情境驱动的工作要求, 即岗位要求个体在

工作中同时处理多项任务 (Baethge & Rigotti, 

2015; Xie et al., 2019)。其次, 从个人视角出发, 研

究者提出了能力观、认知观和行为观, 强调个体

在同时处理多任务时所表现出的能力、认知或行

为特征。能力观将多任务处理视为个体同时有效

管理多项任务的能力(Sanderson et al., 2013; Vaid & 

Honig, 2020)。认知观聚焦于任务间注意力分配的

心理过程(Mark et al., 2015), 认为多任务处理是

指多项任务在同一时间争夺个体认知资源的过程

(Kapadia & Melwani, 2021)。行为观关注可观察的

行为模式, 指个体在不同任务之间快速切换以同

时完成多项任务的行为 (Trent & Barron, 2021; 

Twyman et al., 2020)。 

本研究基于个人视角, 通过整合认知观和行

为观, 把工作场所多任务处理定义为: 个体在工

作环境中同时处理两项或以上任务(其中至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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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和工作相关)的认知和行为过程。关于“同时”的

界定, 鉴于人们无法在纯粹意义上同时处理多项

任务(Aagaard, 2019; 周详  等 , 2024), 本研究将

其操作化定义界定为数秒到一天之内(Yang, Xie, 

Lv et al., 2025)。该界定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 从理论上看, 该界定契合多任务处理的核

心特点, 即在较短时间内, 个体需在多个任务之

间动态调配有限资源, 且各任务在执行过程中会

彼此产生干扰(Pashler, 1994; Salvucci & Taatgen, 

2008), 从而区别于长期工作负荷、多团队成员身

份等易混淆概念。其二, 从现有研究上看, 研究者

们根据研究对象所处职业的特征往往会采用差异

化的时间尺度: 例如, 飞行员需在数秒内频繁切

换注意力(Barron & Rose, 2017), 医疗人员则常在

约 30 分钟内连续处理多项任务(Baethge & Rigotti, 

2015)。而在常规组织情境中, 研究者们则有时将

1 小时视为合理的分析单位(König & Waller, 2010), 

或以一个工作日为界(Kirchberg et al., 2015)。 

2.2  多任务处理的操纵与测量 

2.2.1  多任务处理的操纵 

在以往的实验研究中, 多任务处理通常采用

三种典型范式进行操纵: 多属性任务组(MATB)、

综合工作度量法 (SynWin)以及多任务处理测试

(SIMKAP)。其中, MATB 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开发, 用于模拟航空任务情境(Comstock & 

Arnegard, 1992)。在该范式下, 被试需同时执行多

项任务, 如: 使用操纵杆将目标维持在屏幕中心、

实时监测油量变化、响应指令面板的灯光提示 , 

以及接收并回复无线电指令。研究者可通过调节

任务难度实现对多任务处理强度的操纵。SynWin 

(Elsmore, 1994)则涵盖算术、记忆、视觉和听觉四

类任务, 通过增加或减少被试需同时执行的任务

数量 , 来模拟不同强度的多任务处理场景。

SIMKAP 由 5 个子测试组成(Bratfisch & Hagman, 

2011), 其核心测试要求被试在对比屏幕两侧刺激

(如数字、字母与图形)并标记差异项的同时, 根据

屏幕下方呈现的问题选择正确答案。 

2.2.2  多任务处理的测量 

多任务处理的测量主要分为感知测量与行为

测量两类。感知测量通常采用问卷法, 用于评估

个体主观感知的多任务处理强度(表 1)。König 等

(2010)最早开发了包含 4个条目的单维量表, 用于

衡量个体在特定时间内的多任务处理行为。后续研

究或沿用该量表, 或借用多元时间倾向问卷进行替

代(Woods, 2014), 也有学者另行开发了其它简易测

量工具(如 Kapadia & Melwani, 2021; Xie et al., 

2019)。在这些测量工具中, König 等(2010)的量表

运用最为广泛, 并在多个实证研究中展现出良好

的信度(季正, 徐世勇, 2023; Kudesia et al., 2022)。 

行为测量则通过客观行为指标评估多任务处

理强度 , 常用指标包括任务切换的次数或频率

(Mark et al., 2016; Szumowska et al., 2018), 以及

单位时段内处理的任务数量(Klonek et al., 2021)。

与感知测量相比, 行为测量在反映多任务处理的

客观发生频率方面具有更高效度, 但其操作较为

复杂, 需依赖被试的积极配合, 且难以捕捉个体

在认知层面的多任务加工过程。 

2.3  多任务处理的后效 

以往研究发现, 多任务处理对个体的认知、

情感、生理及行为等方面具有“双刃剑”效应, 即消

极和积极后效并存(焦昕婷 等, 2024; 吴小玥, 成

善泠, 2020; 杨建锋 等, 2022)。一方面, 多任务处

理会损耗个体资源, 进而对心理健康及工作绩效

产生负面影响(Chen et al., 2022; Yang et al., 2023); 

另一方面, 多任务处理也被视为一种挑战性工作

要求 , 能为个体带来一定的资源增益(Liu et al., 

2021), 从而带来积极后效。 

(1)消极后效 

多任务处理可能对个体的认知、情感、生理

及行为多个方面产生不利影响。在认知方面, 多 
 

表 1  多任务处理感知测量的常见量表 

来源 题项数量 例题 

König 等(2010) 4 在工作时间内, 我同时处理多件事情。 

Kapadia 和 Melwani (2021) 3 我感觉自己在进行多任务处理。 

Xie 等(2019) 4 我的工作要求我一次处理不止一件事情。 

Pierro 等(2013) 9 我的工作要求我同时处理多项任务。 

Baethge 和 Rigotti (2015) 4 在过去的半小时里, 我不得不记住几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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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处理往往伴随着认知转换成本、注意力残留

以及记忆能力下降等问题。具体而言, 在执行多

任务时, 个体需在工作记忆中维持多个任务表征, 

并策略性地调配资源以实现任务切换 (Leroy, 

2009)。由于认知资源有限, 多任务处理易导致注

意力分散, 产生转换成本(Becker et al., 2022), 从

而加重认知负荷(Biondi et al., 2021), 降低记忆能

力(Madore et al., 2020), 并诱发精神疲劳(Kudesia 

et al., 2022)。在情感方面, 多任务处理易引发压力

与 负面 情 绪 (Blank et al., 2020; Ghazanfar & 

Jumani, 2021), 甚至导致情绪耗竭 (Yang et al., 

2023)。多任务处理还会损害个体心流体验与主观

幸福感(Peifer & Zipp, 2019), 其带来的高压状态

也可能增加抑郁与焦虑的风险(Cui et al., 2023)。

在生理方面, 多任务处理与食欲不振、注意力困

难等躯体症状显著相关(Xie et al., 2019), 并可能

诱发生理应激反应, 表现为血压、心率、呼吸频

率及皮肤电活动水平的升高(Wetherell & Carter, 

2014; Zaman et al., 2019), 同时伴随大脑腹外侧与

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神经失活(Modi et al., 2020)。

在行为方面, 多任务处理对任务绩效具有负面作

用 (Chen & Dultra-De-Lima, 2021; Modi et al., 

2020), 具体表现为错误率上升(Westbrook et al., 

2018)、生产效率下降(Crews & Russ, 2012)、工作

拖延加剧(Vveinhardt & Sroka, 2022)、针对客户的

问题解决率降低(Goes et al., 2018)、决策质量受损

(Mullis & Hatfield, 2018)。此外, 多任务处理还可

能抑制创造性工作投入(Yang et al., 2023; Yang, 

Xie, Tang et al., 2025), 甚至在宏观层面阻碍企业

的持续成长(Klonek et al., 2021)。 

(2)积极后效 

相较于消极后效, 目前关于多任务处理积极

后效的研究相对较少, 但已有证据表明其可能带

来以下益处: 多任务处理常涉及多类型任务的并

行执行, 有助于打破认知固着(Lu et al., 2017), 促

进信息获取与加工, 提高个体的激活水平与认知

灵活性(Kapadia & Melwani, 2021), 并增强信息整

合与重组能力, 从而激发创造性思维与创新产出

(李子颖 等, 2023)。此外, 当个体出于自主动机从

事多任务处理时 , 可能会体验到更多积极情绪

(Bachmann et al., 2019)。成功应对多任务处理所

伴随的责任与挑战, 不仅能增强自我效能感(刘新

燕 等, 2024), 也有助于获得成就体验, 进而提升

工作投入与绩效表现(Liu et al., 2021; Peifer & 

Zipp, 2019)。 

2.4  以往研究总结与评价 

尽管既有研究在多任务处理的内涵界定、操

纵测量及其后效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图 1), 但仍

存在以下主要局限。第一, 概念界定相对模糊。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定义视角的碎片

化。学者们从能力(Sanderson et al., 2013)、认知资

源竞争 (Kapadia & Melwani, 2021)、行为模式

(Peifer & Zipp, 2019)以及工作要求 (Xie et al., 

2019)等不同视角对多任务处理进行界定。这种定义

上的不统一导致不同研究结论之间缺乏可比性, 不

利于学术证据的积累和理论演进。其二, 概念边界

欠清晰。多任务处理尚未与相关概念(如多元时间倾

向)进行明确区分, 部分研究存在混用现象, 造成理

论构建与实证测量脱节, 削弱了研究的内部效度。 

第二, 忽视多任务处理的过程特征。以往研

究多关注任务数量之“多”, 而忽视了核心的“处

理”过程。现有典型测量条目(如“我同时处理多件

事情”, König et al., 2010; 或“工作要求我一次处

理不止一件事”, Xie et al., 2019)也主要描述任务

的并行数量。然而, 多任务处理导致资源损耗的

关键, 不仅在于任务数量的叠加, 更在于个体是

否对多任务进行的实质性加工。若个体对多任务

要求采取消极应对, 则资源消耗有限。认知心理

学对双任务处理(Dual-tasking)的研究早已指出多

任务处理是一个包含多阶段的过程 (Greenwald, 

1972; Welford, 1952), 但管理学界尚未充分吸纳

这一过程视角。 

第三, 测量工具较为粗放。现有测量主要依

赖自我报告的感知测量和基于客观记录的行为测

量, 二者均存在明显局限。在感知测量方面, 以往

研究通常直接改编多元时间倾向量表 (Woods, 

2014), 或采用自编量表(Baethge & Rigotti, 2015; 

Xie et al., 2019), 但其信效度普遍缺乏严格的心

理测量学检验。即便是应用最广的 König 等(2010)

所开发的量表 , 其信效度也受到后续研究质疑

(Peifer & Zipp, 2019)。在行为测量方面, 主流方法

多以特定时间内处理的任务数量或切换频率作为

指标(Szumowska et al., 2018), 但由于具体操作方

式不一(Klonek et al., 2021; Walter et al., 2017), 导

致研究结果难以比较和整合, 制约了该领域的知

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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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以往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 忽视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现有研究主

要聚焦于探索多任务处理对任务行为(如任务绩

效、服务响应速度、决策质量等)的影响(Goes et al., 

2018; Kirchberg et al., 2015; Mullis & Hatfield, 

2018), 而对其社会行为后效关注不足。这不仅削

弱了我们对多任务处理后效的系统理解, 也导致

其广泛的社会性影响被长期低估。此外, 现有研

究大多局限于探讨多任务处理对自身的影响。即

使已有少数研究指出多任务处理可能引发同事的

负面评价(De Bruin & Barber, 2019, 2022), 但多停

留在态度层面, 尚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揭示其是

否会进一步影响同事的社会行为。事实上, 多任

务处理者身处社会网络之中, 通过与同事资源交

换与传递进行高频互动(Westman, 2001), 必然影

响彼此的社会行为模式, 而这一过程尚未得到充

分重视。 

3  研究构想 

本研究拟以资源保存理论 (Hobfoll, 1989, 

2002) 为主线 , 整合认知 −情感人格系统理论

(Mischel & Shoda, 1995), 通过三项子研究系统探

讨多任务处理的过程导向维度结构及其对社会行

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1 旨在借鉴认知心理学相关

模型(Koch et al., 2018; Salvucci & Taatgen, 2008), 

构建适用于工作场所的、过程导向的多任务处理

维度结构, 并依此开发具有良好信效度的测量工

具。研究 2 聚焦于多任务处理者本人, 从认知(道

德意识)和情感(移情关怀)双路径出发, 探讨多任

务处理如何影响其自身的社会行为; 研究 3 则试

图揭示多任务处理如何超越个体自身, 从同事视

角(重要他人)切入, 探讨多任务处理如何通过激

发同事的认知(工作蔓延感知)和情感(集体自豪感)

反应, 进而影响同事所采取的社会行为(图 2)。在社

会行为变量的选择上, 本研究将结合具体研究情境, 

选择工作场所中典型且重要的社会行为——既涵

盖亲社会行为(如包容行为、组织公民行为), 也包

括反生产行为(如非伦理行为、职场越轨行为), 以

期全面揭示多任务处理的社会性后果。 

3.1  研究 1: 多任务处理的维度结构及测量工具

开发 

当前关于多任务处理的定义和测量多采用数

量导向视角, 侧重于衡量个体在同一时间内执行

任务的数量。然而, 认知心理学研究早已指出, 多

任务处理本质上是一个包含感知、加工及反应的

多阶段过程(Koch et al., 2018; Salvucci & Taatgen, 

2008)。其中, 感知指个体对多项任务要求的识别

与察觉; 加工涉及对任务信息的认知处理、反应

规则的激活以及应对策略的提取; 反应则是在执

行条件成熟后, 输出具体的任务行为。该过程模

型虽有助于揭示多任务处理的过程机制, 但其多

源于任务结构简单、严格控制的实验情境, 难以

充分反映工作场所中多任务处理的复杂性。在现

实情境中 ,  任务数量往往更多 ,  边界更加模糊 , 

且加工负荷更重。特别是在感知阶段, 实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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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多任务处理的维度结构及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 

 
下的个体通常在识别任务后即刻进入加工; 而在

真实工作中, 个体往往需在众多任务中筛选优先

事项, 确定加工顺序。基于此, 本研究在整合认知

心理学模型的基础上, 提出了适用于工作场所的

多任务处理“漏斗模型”。 

多任务处理的“漏斗模型”包括感知、筛选、

加工及反应依次递进的 4 个阶段。感知阶段, 个

体察觉周围环境中出现的任务刺激, 其中具备新

颖性或强度较高的任务更容易吸引注意, 从而进

入下一阶段。筛选阶段, 个体根据任务的紧迫性

或重要性对任务要求进行初步判断, 仅保留需即

刻处理的任务。加工阶段, 个体对选中的任务进

行深入分析, 构建应对策略并将该策略在工作记

忆中存储。反应阶段, 个体在适当时机提取已存

储的方案, 做出具体行为反应。需要指出的是, 任

务并不必然完整地经历 4 个阶段: 部分任务可能在

筛选阶段即被排除; 也有任务虽已完成加工, 但因

方案遗忘或错过执行契机, 最终未转化为实际反

应(Koch et al., 2018)。此外, 这 4 个阶段并非完全

割裂。例如, 感知阶段虽以觉察为主, 但受限于通

道容量, 也可能会伴随无意识的初步筛选; 筛选阶

段虽不涉及深入处理, 但仍需对任务特征进行粗

略加工, 以判断是否值得进一步投入认知资源。 

“漏斗模型”的 4 个阶段在资源消耗模式上可

能存在重要差异。在感知阶段, 个体虽能通过多

通道(如视、听觉)同时获取信息, 但受限于通道容

量瓶颈 (Kahneman, 1973), 易遗漏关键的社会性

线索, 导致感知偏差, 进而诱发非伦理行为等消

极社会表现(Martinez & Jaeger, 2016)。在筛选阶

段 , 个体需有意识地对多项任务进行权衡取舍 , 

该决策过程易引发内在心理冲突, 并伴随焦虑、

预期性后悔等负面情绪。在加工阶段, 由于认知

负荷过重, 个体往往难以深度处理所有任务信息, 

从而更依赖直觉启发式进行快速判断, 这可能损

害决策质量。在反应阶段, 即便已预设方案, 个体

仍需持续消耗资源以进行记忆维护并识别执行时

机; 此外, 多个任务常争夺同类反应资源(如言语

输出), 从而可能引发反应冲突与干扰。 

基于上述多任务处理的“漏斗模型”, 本研究

拟借鉴 Hinkin (1998)提出的量表开发程序, 构建

具有良好信效度的多任务处理过程导向的四维度

量表。依据前文对多任务处理的定义, 量表题项

所涉及的时间范围被明确为“数秒至一天之内”, 

并在指导语中要求被试据此评估相关情形的发生

频率。本研究围绕感知、筛选、加工与反应四个

阶段, 并结合已有文献, 初步拟定的测量条目举

例如下: 感知阶段, 如“我经常感到同时有好几项

任务需要我去处理”, “我经常感到自己需要同时

去兼顾好几项不同的工作任务”; 筛选阶段 , 如

“我会持续地考虑多项工作任务之间的优先级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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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面对多个任务要求时, 我会立即排除掉当前

并不急需处理的任务”; 加工阶段 , 如“我会在脑

中反复推敲和整理多个任务的相关信息”, “我会

认真思考, 为要处理的多个任务制定实施策略”; 

反应阶段 , 如“我常常需要在短时间内连续进行

多个任务的操作”, “我会交替推进不同任务”等。

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将严格按心理测量学标准流

程进行量表开发, 包括条目筛选与精炼、内容效

度检验、探索性与验证性因子分析、聚合效度与

区分效度检验, 以及预测效度检验, 以系统提升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本研究拟开发的多任务处理过程导向四维量

表将在以下两方面对现有测量方案做出改进。首

先, 测量焦点由“任务数量”转向“处理过程”。传统

数量导向量表主要测量个体“是否面临多任务”, 

难以揭示个体“如何处理多任务”, 也无法区分其

行为模式是被动承受任务要求, 还是主动调配认

知资源进行管理。更重要的是, 传统量表无法识

别出个体在多任务处理时是否跳过了诸如筛选、

加工等关键阶段。例如, 有些员工虽感知到多任

务要求, 但若选择不进行后续的筛选、加工和反

应, 其资源消耗将十分有限; 而另一些员工虽然

名义上承担了较多任务, 但未认真地对任务进行

筛选和加工, 因此他们的资源消耗也可能较低。

本研究的量表基于四阶段模型, 能够更精细地刻

画资源在多任务处理各阶段的消耗情况, 从而有

助于解释为何相似的多任务情境会引发个体间差

异显著的行为与情绪反应。其次, 提升了测量的

科学性与规范性。相较于以往研究中一些缺乏规

范开发流程的临时性工具, 本量表严格遵循心理

测量学开发流程, 能更准确地表征多任务处理的

发生过程, 因而在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包括聚合

与区分效度)及预测效度上均有预期提升。 

基于上述维度结构, 本研究将多任务处理的

操作性定义界定为: 在数秒至一天的时间框架内, 

个体在感知、筛选、加工及反应四个维度上的综

合得分。该得分越高, 代表个体所经历的多任务

处理的强度越高, 反之则越低。个体在多任务处

理各阶段的投入度可能存在差异, 但其在 4 个阶

段的综合得分(根据本研究所开发的问卷得到)才

用于反映个体参与多任务处理的整体强度。综上

所述, 我们提出:  

命题 1: 多任务处理包括 4 个关键阶段: 感

知、筛选、加工、反应。 

3.2  研究 2: 多任务处理对多任务处理者社会行

为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拟以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 1989)为

主线, 强调个体在面对多任务处理这一压力情境

下的资源损耗与保存过程。为回应资源概念在该

理论中相对宽泛的批评(廖化化 等, 2022), 并更

精细地揭示其影响机制 , 本研究拟整合认知−情

感人格系统理论(Mischel & Shoda, 1998), 将抽象

资源具化为个体在应对情境时激活的“认知−情感

单元”。这一视角有助于阐明多任务处理如何通过

启动特定的认知过程(如道德意识)与情感反应(如

移情关怀), 进而影响其社会行为(如非伦理行为、

包容行为和反生产行为)。 

3.2.1  多任务处理与资源损耗 

多任务处理不仅直接损耗个体的情绪、认知

和自我控制资源(Kudesia et al., 2022; Mullis & 

Hatfield, 2018; Yang et al., 2023), 还会通过触发

“资源损失螺旋”加剧资源损耗 , 形成恶性循环

(Hobfoll, 2001)。基于漏斗模型, 多任务处理 4 个

阶段的资源损耗模式存在差异: 在感知阶段, 密

集涌现的任务线索会加重认知负荷, 迫使个体在

短时间内识别多项任务要求, 这种信息冲击容易

引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 从而损耗认知和情

绪资源(Chen et al., 2022)。在筛选阶段, 个体需持

续进行优先级权衡与任务的紧急性和重要性判断

(Neal et al., 2017)。此阶段高度依赖认知资源和自

我控制资源, 以维持专注与判断的质量(Sherf et al., 

2019)。同时, 任务间的冲突可能诱发焦虑等负性

情绪, 进一步消耗情绪资源(Xie et al., 2019)。在加

工阶段, 个体将深入处理筛选出来的任务, 而在

此阶段的持续认知投入与频繁注意力切换会极大

地增加认知负荷 (Leroy, 2009), 导致精神疲劳

(Kudesia et al., 2022)。在反应阶段, 个体需实时监

测执行契机, 抑制冲动反应并精准提取预设方案, 

同时还需跟踪多项反馈。因此, 此阶段会大量损

耗个体的认知资源和自我控制资源。鉴于此, 我

们提出:  

命题 2: 多任务处理与资源损耗呈正相关关系。 

3.2.2  多任务处理对自身社会行为的认知−情感

双路径机制 

(1)认知路径: 资源损耗与道德意识 

道德意识(Moral awareness)是指个体认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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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境包含道德元素, 并应从道德角度来审视该

环境的认知判断(Reynolds, 2006)。多任务处理引

发的资源损耗可能削弱个体对道德线索的察觉能

力, 从而抑制其道德意识(Xie et al., 2025)。具体而

言 , 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首先 , 道德意识的激活

依赖于对复杂情境中的利益冲突的识别与分析

(Guglielmo, 2015), 这需要充足的认知资源。然而, 

高资源损耗的个体认知资源有限, 难以对所有信

息均进行深入加工 , 导致忽略其中的道德要素

(Junco & Cotten, 2011)。其次, 道德意识与其他任

务(如绩效任务)存在资源竞争关系。当资源受损时, 

个体倾向于将有限资源优先分配给被视为更重要

的任务(Neal et al., 2017)。在组织情境中, 环境信

号普遍强化对绩效的关注(Sherf et al., 2019), 从

而使个体将资源集中于绩效导向任务, 而对伦理

相关任务的关注度下降(Sherf et al., 2019), 导致

其对不道德行为的察觉敏感性降低(Zhang & Jia, 

2023)。再次, 道德意识的形成还需个体具备足够

的情感资源以感知他人需求。高资源损耗的个体

可能由于缺乏足够的情感资源, 而难以从他人视

角识别情境中的道德维度(Cameron et al., 2019)。

最后, 道德意识要求个体排除干扰与偏见, 将注

意力集中到伦理问题, 这高度依赖自我控制资源

(Zhang & Jia, 2023)。然而, 资源损耗使个体的自

我控制资源减少, 使其难以主动从道德视角审视

环境。鉴于此, 我们提出:  

命题 3: 资源损耗与道德意识呈负相关关系。 

道德意识的链式中介作用  道德意识可能会

对社会行为(如非伦理行为、包容行为及反生产行

为 ) 造 成 重 要 影 响 。 非 伦 理 行 为 (Unethical 

behavior) 是指个体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表现

(Treviño et al., 2014)。道德意识作为伦理行为的先

决条件(Rest, 1986), 能帮助个体识别情境中的伦

理困境, 并对潜在的利益冲突和后果做出准确判

断 (Reynolds, 2006), 从而抑制非伦理行为的发

生。此外, 高道德意识者更能理解道德准则的意

义, 提升对伦理风险的敏感性, 进一步减少非伦

理行为的可能性。包容行为(Inclusive behavior)是

指个体关注团队成员的归属感和独特性, 并使其

感到被尊重的行为(Shore et al., 2011)。高道德意

识者能够敏锐地识别公平、公正等伦理元素

(Fichter, 2018), 主动关注被边缘化的同事, 积极

采取行动以纠正不公平现象。此外, 道德意识还

能引导个体以多样性和平等视角看待他人, 减少

偏见, 关注自身行为对他人福祉的影响(Cohen & 

Morse, 2014), 从而促进包容行为的产生。反生产

行为(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是指损害组织或

同事利益的行为, 如怠工、欺骗或破坏组织资源

等(Boiral & Paillé, 2012)。高道德意识者更能识别

反生产行为所蕴含的不道德本质 (Gok et al., 

2017), 并基于其伦理认同抑制此类行为的发生。

同时 , 道德意识还能增强个体的自我控制力

(Hofmann et al., 2018), 使其在面对压力与诱惑时, 

采取更具道德导向的应对策略, 从而降低反生产

行为的发生概率。综上, 结合命题 2 和命题 3, 我

们提出:  

命题 4: 资源损耗和道德意识在多任务处理

与社会行为(非伦理行为、包容行为和反生产行为)

之间发挥连续中介作用。 

(2)情感路径: 资源损耗与移情关怀 

移情关怀(Empathic concern)是一种对他人处

境表示同情与关心的他人导向情感反应(Eisenberg 

et al., 2010)。只有能够理解并回应他人需求的个

体, 才可能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移情关怀(Lin et al., 

2022)。然而, 多任务处理引发的资源损耗会削弱

个体上述能力, 进而降低他们的移情关怀。首先, 

移情关怀依赖于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Lebowitz & 

Dovidio, 2015)。当个体资源受损时, 其情绪调节

功能减弱(Grillon et al., 2015), 更容易陷入以自我

为中心的不安与焦虑, 从而难以对他人产生同理

反应(Eisenberg, 2000)。其次, 资源损耗使个体倾

向于优先保全剩余资源或避免资源进一步流失

(Hobfoll et al., 2018)。在此动机驱动下, 个体更关

注自身需求, 削弱对他人处境的敏感性, 因此降

低移情关怀。最后, 移情关怀要求个体将注意焦

点由自我转向他人, 该过程需要大量的自我控制

资源予以支持(Fasbender et al., 2024)。而在资源损

耗状态下, 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匮乏, 难以完成

视角转换与情绪理解 (Muraven & Baumeister, 

2000), 导致移情关怀水平下降。鉴于此, 我们提出:  

命题 5: 资源损耗与移情关怀呈负相关关系。 

移情关怀的链式中介作用  移情关怀能增强

个体与他人的连结感(Davis, 1983), 从而对社会

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非伦理行为、包容行为

与反生产行为等。首先, 移情关怀有助于抑制非

伦理行为。具备较高移情关怀的个体更容易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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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处境产生共鸣 , 并倾向于优先考虑他人利益

(Eisenberg & Miller, 1987)。他们通常能从更全面

的视角理解情境与不同立场, 从而意识到非伦理

行为可能对他人或社会造成的危害, 减少此类行

为的发生(Pohling et al., 2016)。其次, 移情关怀可

能促进包容行为。移情关怀可能激发个体帮助他

人摆脱困境的动机, 促使其采取积极行动以增进

他人福祉(Van Lange, 2008)。同时, 移情关怀还能

强化社会纽带与群体凝聚力, 使个体以更开放的

态度接纳团队成员的多样性, 从而提升包容行为

的频率(Randel et al., 2018)。最后, 移情关怀有助

于降低反生产行为。一方面, 移情关怀能帮助个

体将注意力从自身负性情绪转移至对他人的关心, 

缓解因消极情绪引发的反生产行为 (Bauer & 

Spector, 2015)。另一方面, 高移情关怀者通常具

有更高的道德标准, 更倾向于做出符合伦理的判

断(Detert et al., 2008), 因此在面对可能诱发反生

产行为的情境时, 往往能主动规避对他人或组织

的伤害。结合命题 2 和命题 5, 我们提出:  

命题 6: 资源损耗和移情关怀在多任务处理

与社会行为(非伦理行为、包容行为和反生产行为)

之间发挥连续中介作用。 

3.2.3  调节聚焦的调节作用 

多任务处理对个体资源的消耗程度会因人而

异(Chen et al., 2022)。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资源补

充能缓解资源损耗的不利影响(Hobfoll, 2001), 从

而减弱多任务处理的负面作用。个人特质作为一

种稳定的内在资源, 可在多任务处理情境为个体

提供心理缓冲 , 增强其应对压力的能力(Hobfoll, 

1989)。调节聚焦是一类重要的自我调节特质, 反

映个体在追求目标时的基本取向, 可分为促进聚

焦和防御聚焦(Higgins, 1997)。促进聚焦者倾向于

关注理想与成长, 主要通过趋近策略实现积极成

果; 防御聚焦者则侧重责任与义务, 主要依赖回

避策略以避免负面结果(Crowe & Higgins, 1997)。

因此, 调节聚焦可能会影响多任务处理对资源损

耗及其后续社会行为(非伦理行为、包容行为和反

生产行为)的作用强度。 

促进聚焦者在目标追求过程中善于识别并把

握资源获取的机会(Gamache et al., 2015), 因此更

容易积累额外资源 , 并展现出更强的抗压能力

(Winterheld & Simpson, 2016)。他们倾向于以积极

认知视角应对多任务处理带来的挑战 (Higgins, 

1998), 并能维持良好的情绪状态(Koopmann et al., 

2019)。鉴于多任务处理能带来任务多样性与能力

发展的机会(季正, 徐世勇, 2023), 促进聚焦者更

可能将其视为促进个人进步与成长的契机。因此, 

促进聚焦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多任务处理带来的

资源损耗, 甚至可能实现资源增益。 

相比之下, 防御聚焦者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表现得高度谨慎, 倾向于持续评估外部环境以避

免错误(Lanaj et al., 2012)。当面临无法避免的工

作要求(如多任务处理)时, 他们更可能采取维持

现状的消极方式应对, 进而加剧资源损耗。此外, 

防御聚焦者对负面线索高度敏感(Higgins, 1998)。

由 于 多 任 务 处 理 本 身 会 消 耗 大 量 个 体 资 源

(Salvucci & Taatgen, 2008), 防御聚焦者可能会主

观放大这种资源消耗, 将多任务处理视为高风险

与高不确定性的任务(Koopmann et al., 2016), 进

一步加剧资源损耗。综上, 结合命题 4 和命题 6, 

我们提出:  

命题 7: 多任务处理通过资源损耗对社会行

为(非伦理行为、包容行为和反生产行为)的影响会

受调节聚焦(促进聚焦和防御聚焦)的调节。当促进

聚焦较高时, 上述间接影响会减弱, 甚至可能改

变方向; 而当防御聚焦较高时, 上述间接影响会

增强。 

3.3  研究 3: 多任务处理对同事社会行为的影响

机制 

多任务处理者通常并非在孤立状态下工作 , 

而是在高度互动的组织情境中与同事协作。因此, 

多任务处理所产生的社会性后效, 不仅会影响自

身, 也可能波及其同事的社会行为反应。本研究

拟整合资源保存理论与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

(Hobfoll, 1989; Mischel & Shoda, 1995), 探讨多任

务处理如何通过影响同事在认知(如工作蔓延感

知)与情感(如集体自豪感)上的资源损益, 进而驱

动同事针对多任务处理者做出不同的社会行为反

应——既可能表现为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 也可

能体现为消极的职场越轨行为。 

3.3.1  多任务处理对同事社会行为的认知−情感

双路径影响 

(1)认知路径: 同事的工作蔓延感知在多任务

处理与同事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工作蔓延感知是指个体感知到自身工作要求

逐步扩张、职责边界变得难以界定的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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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Dyne & Ellis, 2004)。虽然多任务处理可能属

于某些岗位的职责范畴, 但岗位说明通常未明确

界定员工在任务处理强度方面(如响应速度和并

行程度)应达到何种水平。当个体观察到从事类似

岗位的同事在多任务处理的四阶段中展现出更快

的响应速度、更高的能力标准以及更大的工作强

度时, 可能会预期同事的这些表现会推高组织对

自身岗位的期待, 因而产生工作蔓延感知。具体

而言, 针对多任务处理的感知阶段, 当个体目睹

同事在短时间内同时响应多个任务时, 容易据此

推断自身岗位对员工提出了“随时待命”与“多源

响应”的更高要求 , 进而认为自己也应该提高任

务响应速度以符合岗位期待, 从而感受到职责要

求的扩张。针对筛选阶段, 观察到同事需要在多

项任务间进行取舍, 可能使个体意识到, 自身当

前及未来的岗位职责会要求从业者以更加并行的

方式来高效处理多项任务, 从而拓展自己对岗位

工作方式与能力要求的认知, 进而感到更高的工

作岗位要求。针对加工阶段, 观察到同事为有效

应对多任务处理而表现出复杂的任务协调和整理

能力, 个体可能据此推断该岗位对快速响应与并

行处理能力的要求较高(Xie et al., 2019), 进而扩

张对自身角色范围的认知(Campbell, 2000)。针对

反应阶段, 目睹同事执行多任务处理行为还可能

触发绩效比较压力。个体可能会担心若自身无法

展现出相似的多任务处理强度, 将在绩效评估、

晋升机会与薪酬调整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为避

免潜在损失, 个体可能会提高自己对外界所提出

的任务请求的响应倾向(Grönlund & Öun, 2010), 

进而引发职责边界的扩张感。鉴于此, 我们提出:  

命题 8: 甲的多任务处理与乙的工作蔓延感

知呈正相关关系。 

当个体因同事的多任务处理而产生工作蔓延

感知时 , 通常会预期自己在未来需投入更多时

间、精力与情绪资源, 以应对职责范围的扩张。

此时, 个体倾向于将工作蔓延感知评估为一种潜

在的资源威胁(Hobfoll, 2001), 进而激发其采取防

御性策略, 甚至出现非理性的攻击性行为, 以避

免资源进一步被消耗(Hobfoll et al., 2018), 例如

减少组织公民行为或增加职场越轨行为。 

具体而言, 工作蔓延感知可能降低针对多任

务处理者的组织公民行为。组织公民行为是指超

越正式职责要求的自愿性行为(Organ, 1997), 本

研究聚焦针对多任务处理者个人的组织公民行为

(如帮助)。首先, 由于组织公民行为本身就需要占

用情绪、认知和时间等多种资源(Bergeron, 2007), 

当个体处于资源威胁状态时, 往往优先将资源投

入至核心工作任务中, 相应减少对他人的自愿帮

助(Trougakos et al., 2015), 尤其是对多任务处理

者的帮助。由于多任务处理者被视为资源威胁的

主要来源, 个体可能通过减少对其的组织公民行

为, 间接抑制其多任务处理行为。这一策略旨在

制约同事多任务处理强度的进一步提高，从而规

避自己面临更强的资源损失威胁。其次, 职责扩

张和边界模糊将加剧个体的主观工作负荷与心理

压力(McCarthy et al., 2016), 引发情绪耗竭, 导致

个体对多任务处理者产生情感疏离, 进而减少对

其的帮助行为。 

同时, 工作蔓延感知所引发的资源威胁评估, 

也可能促使个体采取职场越轨行为作为应对策

略 , 试图通过惩罚行为迫使多任务处理者减少多

任务处理, 以降低自身的资源风险。职场越轨行

为是指个体自愿采取的、违反重要组织规范且威胁

成员个人或组织整体的福祉的行为 (Robinson & 

Bennett, 1995)。本研究关注针对多任务处理者个

人的职场越轨行为(如背后议论)。首先, 在资源威

胁评估驱动下, 个体可能将多任务处理者视为资

源损耗的来源, 降低对其的信任与积极评价, 从

而激化人际紧张 , 引发针对其的职场越轨行为

(Erkutlu & Chafra, 2013)。其次, 为应对资源威胁, 

个 体 可 能 采 取 激 进 方 式 来 保 护 自 身 的 资 源

(Hobfoll et al., 2018)。针对多任务处理者的职场越

轨行为可视为一种报复性反应, 旨在向对方表达

不满(Hendy et al., 2019), 从而防止自身资源的进

一步损耗。由此, 结合命题 8, 我们提出:  

命题 9: 乙的工作蔓延感知在甲的多任务处

理与乙对甲的组织公民行为(9a)和职场越轨行为

(9b)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2)情感路径: 同事的集体自豪感在多任务处

理与同事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集体自豪感是指个体因所属集体的能力、成

就或形象而产生的积极情感(van Leeuwen et al., 

2013)。当个体观察到从事类似岗位的同事在多任

务处理四阶段的高效表现, 可能会激发其对集体

的积极认知 , 从而体验到较高的集体自豪感

(Mueller et al., 2012)。具体而言, 针对感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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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目睹同事敏捷地捕捉到多来源的任务需求 ; 

针对筛选阶段, 个体观察到同事能在多项要求中

清晰排序并做出取舍; 针对加工阶段, 个体观察

到同事能够游刃有余地同时处理多项任务; 针对

反应阶段, 个体看到同事能够成功地并行推进多

项任务并有效化解任务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当个

体观察到同事在上述四个阶段的一个或多个当中

表现卓越, 都有可能会将同事高效的多任务处理

表现部分归因于团队在管理模式、技术储备以及

资源支持等方面的优势(Salancik & Pfeffer, 1978), 

进而提升自己对团队能力和形象的正向认知

(Darawong, 2018), 并因身为团队一员而体验到集

体自豪感。此外, 多任务处理者因成功应对复杂

任务而产生的积极情绪, 还可能会通过情绪感染

机制在团队中扩散(Westman, 2001), 从而进一步

增强团队成员对团队胜任力与集体绩效的积极预

期, 进而体验到较高的归属感与集体自豪感。鉴

于此, 我们提出:  

命题 10: 甲的多任务处理与乙的集体自豪感

呈正相关关系。 

集体自豪感作为一种积极情感, 可被视为个

体因观察到多任务处理者的卓越表现而产生的自

我资源增益。这种资源增益可能促使个体对多任

务处理者表现出积极的社会行为, 即更多的组织

公民行为。首先, 集体自豪感作为一种积极情感, 

能拓宽个体的思维和行动范围, 助其积累社会和

心理资源(Fredrickson, 2001), 从而促使其主动帮

助和支持他人(Trougakos et al., 2015)。由于多任

务处理者是集体自豪感的来源, 个体可能基于互

惠动机而更愿意帮助多任务处理者 (Gouldner, 

1960)。其次, 集体自豪感有助于增强个体的团队

意识(Sullivan, 2014), 使其将多任务处理者的贡

献与集体利益相联结, 从而把支持多任务处理者

视为维护团队利益的重要行为 (Haslam et al., 

2009)。最后, 集体自豪感所带来的资源增益可缓

冲个体在压力情境下的资源损耗(Hobfoll, 1989), 

提升其资源储备与投资意愿(Hobfoll, 2001)。在此

过程中, 个体倾向于将资源优先投向那些能为团

队创造更大价值的成员, 如多任务处理者, 增加

对多任务处理者的组织公民行为。 

同时, 集体自豪感也可能抑制个体对多任务

处理者的职场越轨行为。首先, 由多任务处理者

所激发的集体自豪感是一种重要的团队资源

(Sullivan, 2014), 但针对多任务处理者的职场越

轨行为可能破坏团队资源。为保护团队资源, 个

体可能会抑制自身的攻击冲动, 避免对多任务处

理者做出职场越轨行为(Bolton et al., 2012)。其次, 

集体自豪感能增强个体的团结意识以及团队凝聚

力(Haslam et al., 2009), 促使其更倾向于维护团

队和谐, 并将攻击多任务处理者视为违背团队规

范, 从而减少此类越轨行为。最后, 集体自豪感还

有助于提升个体对工作环境的积极解读(Janssen, 

2000), 使其更理性地看待多任务处理者的行为意

图, 减少敌意归因与误解, 进而减少针对多任务

处理者的职场越轨行为的发生 (Martinko et al., 

2002)。由此, 结合命题 10, 我们提出:  

命题 11: 乙的集体自豪感在甲的多任务处理

与乙对甲的组织公民行为 (11a)和职场越轨行为

(11b)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3.3.2  组织认同的调节作用 

组织认同是指个体将组织的价值观和目标融

入自我概念的程度(Dutton et al., 1994)。高组织认

同者倾向于将组织成员身份深度融入自我概念 , 

将组织的其他成员(如多任务处理者)视为重要的

内群体(Tajfel & Turner, 1979), 从而以支持与合

作的视角解读多任务处理者的行为 (Lee et al., 

2015)。相反, 低组织认同者则更可能将同事视为

外群体, 对同事的多任务处理产生防御、竞争或

消极的解读(Brown, 2000)。 

高组织认同者对工作角色持有更宽广的理

解 , 倾向于将自身职责与组织其他成员的任务视

为相互协作的整体(Glynn et al., 2010)。因此, 他

们更可能将同事的多任务处理视为履行组织责任

的分内之事, 而非加重自身职责的负担。此外, 组

织认同有助于激发积极的行为解读倾向 (Farmer 

et al., 2015), 缓解个体的防御心理, 从而降低因

同事多任务处理所引发的工作蔓延感知。相反 , 

低 组 织 认 同 者 缺 乏 对 组 织 目 标 的 内 在 承 诺

(Avanzi et al., 2015), 不愿主动拓展职责范围以支

持集体目标(Chughtai & Buckley, 2010), 更容易

将多任务处理解读为一种获取个人利益(如赢得

领导认可)的策略, 而非体现团队贡献。因而在他

们看来, 多任务处理行为增加了自身竞争压力与

角色负荷, 强化了工作蔓延感知。结合命题 9, 我

们提出:  

命题 12: 乙的组织认同调节甲的多任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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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乙的工作蔓延感知对乙针对甲的组织公民行

为(12a)和职场越轨行为(12b)的间接关系。当乙

的组织认同较低时, 上述间接关系更强, 反之则

更弱。 

组织认同还可能调节多任务处理与同事集体

自豪感之间的关系。高组织认同者具备更强的集

体意识(Mael & Ashforth, 1992), 倾向于将同事的

多任务处理视为促进组织发展的努力, 从而更容

易激发积极情感与集体自豪感(Paakkanen et al., 

2021)。此外 , 他们通常拥有更充足的心理资源 , 

能够理解并欣赏多任务处理者对组织的贡献

(Frenkel & Yu, 2011), 并因与这些成员同属一个

团队而感到自豪。相反, 低组织认同者较少将同

事行为与组织目标相连, 更容易将同事的多任务

处理行为视为越界或职责侵占(Fehr et al., 2024), 

因而难以体验集体自豪感。同时, 他们往往缺乏

应对复杂工作场景的心理资源, 难以对多任务处

理者的行为表示理解和支持(Avanzi et al., 2015), 

从而削弱集体自豪感的产生。结合命题 11, 我们

提出:  

命题 13: 乙的组织认同调节甲的多任务处理

通过乙的集体自豪感对乙针对甲的组织公民行

为(13a)和职场越轨行为(13b)的间接关系。当乙

的组织认同较低时, 上述间接关系会更弱, 反之

则更强。 

4  理论构建 

在数智时代, 工作场所的多任务处理已成为

常态, 并引起管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尽管已有研

究积累了丰富成果, 但目前对多任务处理维度的

理解仍局限于数量视角, 测量工具相对粗放, 且

对多任务处理后果的研究多聚焦于任务行为, 而

对其社会行为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关注。事实上, 

任务行为直接决定个人绩效, 而社会行为则通过

人际互动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团队和组织的整体效

能。鉴于管理者通常更重视后者, 本研究旨在构

建多任务处理的维度结构, 并开发相应的测量工

具, 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多任务处理对个体本

人及其重要他人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 

本研究在以下三方面具有理论贡献:  

第一, 构建过程导向多任务处理的维度结构, 

并开发相应的测量工具。以往研究普遍将多任务

处理界定为数量导向的单维概念 (König et al., 

2010; Xie et al., 2019), 强调其“多”的外显特征, 

却忽视了资源消耗主要源于多任务的“处理”过程, 

且不同阶段的资源损耗模式可能存在重要差异。

以往研究对多任务处理的概念界定容易简化其内

涵, 限制了多任务处理后效研究的精细化发展。

本研究借鉴认知心理学关于多任务处理的过程模

型(Koch et al., 2018; Salvucci & Taatgen, 2008), 

将多任务处理界定为包含感知、筛选、加工及反

应的多维度概念, 从过程视角揭示多任务处理的

内在结构。此外, 现有多任务处理的测量工具存

在一些局限: 如主观感知量表多未经严格心理测

量程序(Baethge & Rigotti, 2015; Xie et al., 2019), 

或仅以任务数量等少数行为指标进行简化表征

(Szumowska et al., 2018)。测量工具的粗放削弱了

以往研究的内部效度, 也影响了不同研究结论的

可比性。本研究通过构建过程导向的维度结构 , 

并遵循规范的心理测量开发流程, 开发具有理论

严谨性与测量信效度的工具, 不仅能厘清多任务

处理各子阶段的异同与关联, 也为后续深入揭示

其作用机制奠定基础。需要说明的是, 本研究将

多任务处理的操作化定义界定为个体在感知、筛

选、加工、反应四个阶段的综合得分, 因此在探

讨多任务处理对自身及他人社会行为的影响时 , 

并未在假设中区分不同阶段对结果变量的差异作

用。该问题可作为未来研究方向进一步探讨。 

第二, 将多任务处理的后效从任务行为拓展

至社会行为。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多任务处理对

个体任务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Goes et al., 2018; 

Kirchberg et al., 2015; Mullis & Hatfield, 2018), 对

其可能引发的社会行为的影响关注不足。这一局

限使得一个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答: 多任务处理

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个体的社会行为。事实上, 多

任务处理往往发生在高度社会化的工作情境中 , 

且任务本身也可能具有社会属性(如助人、协作

等)。同时, 现代组织对员工的期待已超越个人任

务绩效, 更强调通过合作与互助提升整体效能。

尽管以往研究未直接探讨该问题, 但已有实证证

据为多任务处理影响社会行为提供了间接线索。

例如 , 多任务处理引发的认知负荷加重 (Cao & 

Liu, 2013)、认知灵活性提升(Kapadia & Melwani, 

2021)以及情绪耗竭(Yang et al., 2023)等状态, 已

被证实是驱动个体社会行为的核心前因 (Lee & 

Allen, 2002; Trougakos et al., 2015)。因此,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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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多任务处理的后效拓展至社会行为, 更贴近协

同合作的职场现实, 也为全面理解其影响提供了

新视角。 

第三, 将多任务处理的影响对象从处理者自

身延伸至重要他人。既有研究多侧重于多任务处

理 对 个 体 心 理 状 态 和 工 作 表 现 的 单 向 影 响

(Kudesia et al., 2022; Yang, Xie, Tang et al., 2025)。

即便部分研究涉及工作−家庭冲突(Leroy et al., 

2021)或双方对话(Nguyen & Fussell, 2016)等互动

情境, 但其核心落脚点仍是多任务处理者自身的

体验与反应。近期虽有研究探讨同事对多任务处

理行为的社会评价 (De Bruin & Barber, 2019, 

2022), 但也多局限于态度层面, 缺乏对多任务处

理如何引发他人具体社会行为的系统考察。然而, 

在现实组织中, 多任务处理者往往需要与同事协

作, 其多任务处理行为的展示可能会触发同事的

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例如, 同事可能因感知

到“工作蔓延”带来的任务负荷威胁而产生防御甚

至报复性行为; 亦可能因团队目标的共生性激发

出集体自豪感, 进而诱发协作与互助。这种超越

个体边界的外溢效应表明, 多任务处理是塑造他

人社会行为的关键因素。因此, 本研究系统探讨

多任务处理如何通过激发同事的认知(工作蔓延

感知)和情感(集体自豪感)反应, 进一步影响同事

的社会行为, 从而拓宽了多任务处理的影响边界, 

深化了对多任务处理在组织层面后效的理解。 

本研究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其一, 有助于

管理者深入理解多任务处理的过程机制, 识别个

体在不同阶段的资源消耗模式, 从而在关键节点

为多任务处理者提供针对性支持。其二, 帮助管

理者认识多任务处理对社会行为的潜在影响, 为

制定干预策略、缓解负面效应并强化积极作用提

供依据, 进而提升团队协作与组织整体绩效。其

三, 促使管理者关注多任务处理行为对同事的影

响 , 重视多任务处理者与组织成员的互动质量 , 

并通过营造支持性、合作性的工作环境, 进一步

增强团队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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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asks to people: How workplace multitasking shapes soci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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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and ubiquitous 

digital connectivity, multitasking has become a prevalent feature of the modern workplace. While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amined how multitasking affects the task-related behaviors of multitaskers, they have largely 

overlooked its impact on the social behaviors of multitaskers and their significant others (e.g., coworkers), 

such a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multitasking influences social behavior and comprises two main components. First, it aims to construct a 

process-oriented 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multitasking and develop a corresponding measurement tool 

(Study 1). Second, it seek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multitasking affects the social 

behaviors of both the multitaskers themselves and their significant others (Study 2 and 3). Through these 

three studies, we aim to broad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key consequences of multitasking and its range of 

influence, thereby offering more in-depth and timely insights for relevant management practices. 

Keywords: multitasking, significant others, social behavior, mechanisms of influences 


